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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 《生态价值的重物—新世纪以来反特影视剧叙事研究》（１２ＹＳ１３４）；２０１１年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引进

人才科研启动项目 《中国电影大片的叙事困境及对策》（ＹＪ２０１１－５９）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异国情调”：西方电影中的中国想象及其问题

陈　瑜

摘　要：西方电影中以 “异国情调”展现出来的中国想象并非简单的 “东方落后、传统／西方先进、

现代”的二元模式。近期上映的 《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一方面展示了一个 “太现代”的当代中国形象，

但另一方面也以象征化的手法，表达出对传统中国已成符号、现代中国沦为废墟的文化观念；《夺宝奇兵

２魔宫传奇》将中国建立在与印度对比的基础上，将中国想象成新旧交融、中西混杂的形象，印度才是原

始的、传统的、野蛮的；《碟中谍３》中将 “摩天大楼”、“老式公寓”和 “江南古镇”确定为上海形象的

三个侧面，并以相对平和的心态予以了展现。可见，西方电影中的中国想象是多样的、复杂的，其所传达

的文化观念也是有差异的。日益增长的中国电影市场，也是西方电影有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偏见，采取某种

文化认同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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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电影中，中国无疑属于远在东方的 “异国”，其意义往往并非简单地为其要讲述的故事找到

一个发生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传达对于这个东方国度的一种想象和认识。因此，通过西方电影中的中

国想象的考察，我们便可以在这些 “异国情调”中把握西方文化观念中的中国观念。对于这类相关问

题的探讨，我们往往习惯性地会征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按照萨义德 “东方主义”或者詹明信的

“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寓言”进行文化政治的解读。如按萨义德的看法，“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

造出来的地方”，西方世界 “最关心的不是东方的现实而是欧洲对东方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１］因此，

按这种思路来讨论西方电影中的中国形象问题，首先就要做如下的区分：其一，真实的中国和想象的

中国。在西方电影中，尽管会出现大量以中国作为背景，甚至直接作为拍摄场地的形象，但它们并非

对中国的简单摹仿和原样再现，而是包含着西方文化视角、价值观念对表现什么、如何表现问题的看

法。因此，我们对西方电影中中国形象的分析，并不是简单地从中识别出其中所包含的中国元素，而

是对西方电影中或隐或显的中国观念或认识展开分析。其二，并非铁板一块的西方，亦没有毫无差异

的东方。所谓西方，狭义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义地则指整个欧美澳世界，甚至日本都可以被

视为 “西方”中的一员；而 “东方”亦非仅指中国，还泛指东北亚诸国、东南亚各国和地区、还有中

亚、西亚阿拉伯世界等等。如萨义德 《东方学》中的 “东方”其实指的是他自己的巴勒斯坦背景。其

三，作为符号的中国和作为实体的中国。在电影中，由于各种原因所限，有的并非在真实所在地拍摄，

而是在异地甚至在摄影棚中搭建的虚构的场景，但电影叙事中会有意识地将之指涉为 “某国某地”，我

们便不能因其非实在性而否定其作为符号性的意义。

不仅如此，对于西方电影中的中国形象问题的讨论也许还不能仅仅采用文化政治的角度来展开分

析。举例来说，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从新闻传播到电影电视中经常存在 “妖魔化中国”问题，如表现

中国封建落后、愚昧野蛮的成分，指责中国独裁专制、权力腐败、缺乏自由，等等；冷战结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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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更是将中国这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潜在的 “美国敌人”。但有意思的是，西方电影似乎并不

想急于刻意树立中国这一敌国形象。如１９８４年，美国曾上映过一部讲述 “苏联人和古巴人入侵美国”

的故事，名为 《赤色黎明》。２００８年，米高梅公司重拍此片，并将主角换成中国人，即引起广泛争议。

于是，２０１３年该片公映时，制片方又将之改为朝鲜人。很显然，在此前的冷战思维以及现在的后冷战

思维的背景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直被美国视为显在的和潜在的敌人，但为什么在电影从拍摄

到公映中会出现一种态度的暧昧和游移？如果从单纯的文化政治的角度，就很难给予充分的解读。因

此，本文的考察拟从近期上映的 《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中的中国想象开始，然后上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和２１世纪初，各选择一部有代表性的电影展开分析，以此来突显西方电影中作为 “异国情调”的中国

形象的想象变迁，从而来探讨其溢出文化政治之外的问题。

一、中国形象的镜像倒置与内部裂变

西方世界对 “异国情调”最初的兴趣始于１８、１９世纪殖民主义时代。伴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对非洲、亚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的占领和奴役，“异国情调”也在文学艺

术和价值观念上逐步被建构起来。原始的、野蛮的、未开化的殖民地形象坚定了西方推销民主、自由、

平等、博爱价值体系的信心，并形成 “西方现代”／“东方传统”、“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等等二

元对立思维。但是经过２０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自决运动的兴起，

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面对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崛起，

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观念和态度。西方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也由此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特点。

２０１２年底上映的 《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在整个００７系列电影中并非特别出彩的一部。影片讲述

詹姆斯·邦德在与一名中东恐怖分子帕特里斯的殊死搏斗中，被同伴误伤；Ｍ女士以为邦德已死，而

邦德则从此隐姓埋名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时，军情六处受到恐怖威胁，机密信息泄露，办公楼被

炸，死伤惨重。邦德不计前嫌，主动回到 Ｍ女士身边。经过调查，他们发现此前从邦德手中逃脱的那

个恐怖分子帕特里斯的行踪，于是邦德只身前往上海展开调查。在这个以上海为背景的场景中，展现

了一幅令人目眩的上海奇观———影片从对上海浦东夜景的航拍开始，夜幕下的陆家嘴高楼林立、华光

异彩，黄浦江蜿蜒曲折、静谧幽远。在收到一条短信之后，邦德赶往浦东机场，确认恐怖分子，随后

一路跟踪。他们先后经过浦东机场、徐浦大桥、延安高架、直到一幢以玻璃幕墙为主体外观的摩天大

楼前。这一路的上海风景亦真亦幻———浦东机场大厅内人流如潮，机场外寂静安详；俯瞰之下的徐浦大

桥如彩带纺织的花环，镶嵌在黄浦江上；即使是在并不显得宽敞的延安高架桥下的追逐场景中，也全

部在那种蓝色灯光的笼罩中变得光怪陆离、神秘莫测①。邦德继续尾随恐怖分子登上电梯，在一种通体

透明的封闭空间里，这幢大楼呈现出巴洛克式的怪异风格。恐怖分子用专用设备取下玻璃幕墙上的一

小块玻璃，架好了机枪，瞄准了对方大楼里正在欣赏油画的被刺杀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对面大楼上

的霓虹广告变换出汉字、水母等亦真亦幻的光线。透明的彩色光线和透明的玻璃幕墙交相辉映，抽象

了现实世界中可感知的物质感，将观众引入一种以前只有在类似科幻电影中才能体会到的 “外星世

界”、“未来世界”的感觉。很明显，这是 “真实的”上海夜景，但这种真实感背后包含着一种通过电

影化手段处理过的中国想象：这已经远远不是那个曾经被视为贫穷落后、封建愚昧、恪守孔孟的传统

中国；也不再是那个新旧混杂、中西交融的以万国建筑的浦西外滩为代表的近代中国；这是一个进入

２１世纪的以新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形象，一个只能用 “现代，太现代了！”来形容的乌托邦图景。

９８

① 第二摄制组导演亚历山大·维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因为它是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之一，有着不同寻常的蓝色灯

光。”（《〈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明年１月登陆内地》，《新民晚报》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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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中另一个前所未有的场景是将英国军情六处总部大楼作为正面形象展现了

出来。在以往的００７系列电影 （从１９９９年的 《００７：纵横天下》开始）中，军情六处总部并不特别显

眼，只是邦德接受任务的地点，而在这部电影中，Ｍ１６获得了实体性的展现。这栋位于伦敦维多利亚

区泰晤士河畔的大楼，在影片中有两处表现：一是在片头，从泰晤士河的对岸看过去的 Ｍ１６的全景：

四周一片漆黑，周围大楼零星的灯火点缀了夜空；Ｍ１６大楼的外墙被橘红的灯光照亮———这不是白色

的冷峻，也不是蓝色的神秘，而是一种是暖色调所传达出来的宁静与温情。镜头转到室内，军情六处

负责人 Ｍ女士在昏黄的灯光下，陷入沉痛和怀念之中，窗外的雨水成为 Ｍ女士情感的外化。另一处也

是影片的开头部分，因包含情报人员信息的光盘丢失，整个英国情报部门陷入危机之中，Ｍ女士面临

被劝退的窘境。Ｍ女士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发现内部网络正在泄密，而且泄密源正来自 Ｍ女士自己的

办公室电脑。正当他们即将赶到之时，路遇堵车，紧接着眼睁睁地看见军情六处大楼被炸。在这个场

景中，我们看到它的楼顶掩映在英国伦敦众多建筑群中，花岗岩石的建筑给人以厚重的实在感①。总部

被炸之后，英情六处的工作场地移到了地下，据称是丘吉尔当时建造的地堡中的一部分，同样是坚如

磐石地地下室建筑，让人联想到１８世纪以来英国文学中不断描写到的下水道的意象。② 很显然，温馨、

厚重、富于历史感和理性，正是这幢 Ｍ１６大楼以及一系列英国建筑在影片中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将

这两段景观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影片中的上海形象承载了现代、后工业、乌托邦、虚幻、梦境等等意

义，而伦敦形象则显示出传统、工业、过去时、现实、厚重的意味。很显然， 《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

中建构的东西方想象在此出现了一个颠覆性的镜像对调，彻底改写了以往后殖民主义理论所分析的西

方现代／东方传统、西方先进／东方落后、西方代表未来／东方代表过去等等话语秩序。

当然，《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中并非没有传统中国的形象。邦德从伊朗恐怖分子的遗物中找到一

枚来自澳门的赌币筹码之后，又来到了澳门。其所住屋子里的窗框是典型的明清江南园林的风格；其

去的赌场中也有典型的中国元素：宫殿、花灯、龙船、烟火……但这些只是一种外表式的装饰，其内

核是赌场布置。邦德被发现并与赌场保安厮打，摔到了养着巨蜥的半封闭式地下室———这里面尽管有

烛火、石狮这些中国元素，但整个的场景其实是古罗马角斗场的移置。因此，从这段澳门场景来看，

传统中国的形象只是一种符号化的标志，并不具有实在的日常生活内涵。

相似的情形在下一个场景中再度出现。邦德和神秘女子塞维琳被疯狂报复军情六处的 Ｍ女士的前

部下洛乌西法抓获，押往了一个无人小岛。这个小岛是由一片废弃的厂房和住宅构成的建筑群，中央

广场是一个倒塌在地的巨型石雕，散落四处的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写有 “春隆”的招牌、自

行车、三轮车、板车、藤制太师椅、储物柜、广播喇叭等，这些信息透露出一些类似新中国成立初期

工业建设时期的某些特征。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并不重要，它是一个废弃的无人之地、一个已变成过

去时的怪诞图景。

如果说，我们将这三段与 “中国”有关的场景并置起来的话，《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对于中国的

想象及其背后所包含的对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观念和认识便异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传统中国已只剩

下了孤立的碎片化的符号，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特征的现代中国已沦为废墟，而身处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消费社会的当代中国已被抽空了所有的文化特殊性，变得让西方世界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０９

①

②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１日，英国军情六处的这幢大楼遭到一枚不明炸弹的袭击，但丝毫未损，足以见得这幢大楼的坚固。这与
《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中总部被炸颇有相似。

“下水道一直是城市地下空间的核心意象：这里是阴暗、潮湿的地方，污秽、丑恶的居所，流浪汉和罪犯的藏身地；但它

又是虚伪的地上世界的批判者和反对者，正因为如此，雨果赋予了下水道 ‘城市的良心’的意义。由下水道所建构起来的，是一

座城市的难言之隐，力图刻意遗忘的地方，同时也是批判现实主义所着力挖掘的对象。”（曾军：《地铁空间：一种深度美学的重

塑》，《城市中国》第４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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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可思议了。

二、中西混杂、更为现代的东方国度

如果说，《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有意将 “现代中国”与 “传统英国”（这里的 “现代”特指 “现

代化水平”，“传统”也特指历史文化传统因素积淀较深，均非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镜像倒置，从而

激发不同地域观众对东西方的重新反思的话，那么，将中国放置在 “东方”语境中进行考察，并有意

识地进行区分，也是西方电影塑造中国形象的一贯策略。１９８３年，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哈里

森·福特主演的 《夺宝奇兵２魔宫传奇》开拍，选中了中国作为故事背景。他们曾设想拍摄印第安纳

·琼斯骑着摩托车在长城上飞奔的场景，但这一要求遭到中国官方的拒绝。但他们不愿放弃中国背景

的想法，改为选择在澳门拍摄上海场景。因此，特殊时代的限制使得这部电影并非在真实的中国上海

拍摄，而是在异地澳门凭借想象和虚构来完成。尽管如此，这部影片的中国元素却是非常鲜明的，也

由此成为８０年代好莱坞电影中中国想象的经典影片。

《夺宝奇兵２魔宫传奇》的故事是从１９３５年的上海开始的。３０年代的上海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会，新旧混杂、土洋结合、五方杂处、多元共存的特点已十分鲜明。“冒险家的乐园”正是对这个时期

的上海最经典的概括。这一特点也非常符合 《夺宝奇兵》作为冒险动作影片的背景需要。影片从上海

一家歌舞厅开始。随着一面雕有派拉蒙的 ＬＯＧＯ和双龙戏珠图案的巨锣呈现，一个彪形大汉敲响了巨

锣。镜头一摇，转到舞台，一场杂糅有３０年代上海音乐风格和好莱坞歌舞片情调的表演拉开了序幕。

很显然，这并非逼真的３０年代上海景象的再现，而是带有纽约百老汇风格的上海想象。考古学家琼斯

拿努尔哈赤的骨灰与上海黑帮进行钻石交易，却中了黑帮在酒里下的毒药。为拿解药，琼斯与黑帮展

开一场厮杀。女歌星威莉拾到了解药，琼斯带着她破窗而逃，正好被过来接应的汽车接住，紧接着便

展开了一场街巷间的汽车追逐战。一路上汽车在路上横冲直撞，惊散了行人，也将街头挂满的红灯笼

撞破。在并不宽敞的道路上，街上的门脸已是五彩斑斓、霓虹闪烁，各色招牌错落有致；还有路上的

行人，尤其是拉着洋车的车夫、街边的小贩，将３０年代老上海市井生活景象一一展现。值得注意的是，

与 《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中非日常生活化的上海、澳门相比，《夺宝奇兵２魔宫传奇》通过对３０年代

老上海生活场景的想象式复原仍然使之弥补了异地拍摄的部分遗憾。

尽管与上海有关的场景在整部影片中仅有开头的１３分钟，但琼斯教授从上海出发带出来的女歌星

威莉和中国小孩小滑溜却始终伴随着琼斯一起历险，成为上海形象在人物角色上的延伸。威莉来自迈

阿密，但已在上海滩闯荡多年，正如她自己所言：“我在上海很快乐，有栋花园洋房，结交富豪，坐大

轿车参加派对。”很显然，威莉已经成为上海的外国移民中的一分子，是上海形象中西方元素的代表，

如她在歌舞厅里与黑帮老大彼此相熟，扮演着一种类似交际花似的社会角色。与琼斯配合默契情同父

子的小滑溜虽然是中国人，但他的父母在日军轰炸上海时死了，４岁的他从此流落街头。有一次他偷琼

斯的钱时被捉到，于是跟随琼斯左右，成为助手。小滑溜平时讲英语，只在着急时才讲汉语 （如当他

和琼斯博士玩扑克牌时，相互发现作弊，争吵起来，用广东话说 “你有拿四张牌，我没拿四张

牌”。①）。琼斯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助手吴汉，在他与黑帮交易时中弹身亡。临终前，吴汉称多次与琼斯

出生入死，显示出琼斯在中国与中国人相交甚密；就连琼斯本人也偶然能说几句汉语。威莉作为一个

歌手，惯于逢场作戏，有些自私贪财，还 “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小市民

形象。小滑溜人小鬼大聪明伶俐，不仅会开汽车，而且身手矫健动作灵敏，遇大事不慌乱，沉着冷静，

１９

① 影片中出现过数次汉语对白，但均为广东式口音，这显然与上海所处的吴语方言不符。这一疏漏也可能是由于剧组在澳

门拍摄上海所致，也可能是因为在海外华语世界中多为闽南话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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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冒险精神，其表现明显超出同年龄小孩的能力。他们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却因为一次冒险而走

到了一起。很显然，威莉、小滑溜、吴汉这些形象也承载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想象，成为３０年代东

西方文化混杂形态的上海形象的延伸。

那么，《夺宝奇兵２魔宫传奇》中的上海形象体现了西方电影中何种中国想象？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电影故事只发生在两个东方国度：一个是中国 （上海），另一个是印度 （一个村庄和一个 “皇

宫”）。这就为我们可以借此讨论同一部西方电影是如何想象两个东方国家的。在琼斯他们乘坐的飞机

逃离上海准备飞赴印度德里的途中，与上海黑帮贯通一气的飞行员弃机跳伞，琼斯他们也只好从飞机

上跳下逃生。他们三人路遇一个贫瘠的村庄，这个村庄仍然保留着深厚的原始部落制的某些痕迹，类

似美国西部影片的印第安部落长者的村长带领他们进入村落，并将他们视为神灵委派的帮村民夺回神

石的使者。琼斯三个只好赴蟠阁宫，展开另一个冒险之旅。在蟠阁宫，四周是热带雨林和各种野生动

物；宫殿内部则是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但这种奢华掩饰不住其野蛮凶残、残酷血腥的一面：蟠阁宫

提供给琼斯他们的食物全部是生的毒蛇、活的昆虫，居然将敲开的猴脑作为甜点———这些细节毫无疑

问是虚构的。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电影要在这个描写印度的场景中将富裕与贫穷、奢华与粗鄙、文

明与野蛮进行如此强烈地对比？这恐怕不仅仅是用来增添笑料。在蟠阁宫的地下，又是另一番景象———

大量的少年劳工在庞大的生产流水线上辛勤劳作；在地宫的核心，是其真正的主人———暗杀党头目摩

拉雷进行活人祭祀的场所。整个场景充满阴森恐怖、野蛮血腥，整部影片对印度形象的想象也都是建

立在这种原始、神秘的东方主义想象之中。

由此，《夺宝奇兵２魔宫传奇》显现出对中国和印度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想象：相比较而言，中国

“更为现代”、更为开放、更为多元，也更为 “文明”；而印度则更为原始、更为封闭，也更为愚昧。当

然，这一 “更为现代”的标准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作为尺度来衡量的。琼斯在情感上的倾向性

也表现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 “更为现代”的东方国度的亲近和对印度这个 “更为传统”的东方文明

的某种疏离。这也就意味着，同样是对 “东方”，对中国和印度的想象在西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的谱系

上是居于不同位置的。当然，中国毕竟属于东方，仍然保留着大量的 “异国情调”和 “异域风情”，因

此还不能说是完全 “现代”，但也肯定不能说是完全 “传统”，而是中西混杂、现代与传统并存的一种

状态。

三、政治之外还有经济：想象中国的方法

“想象中国的方法”这一表述来自于海外中国学的著名学者王德威。不过，他这一表述的原意是

“隔海看中国”，是站在西方世界 “‘想像’中国人 ‘想像’中国的方法”。［２］他基本上仍然延续着二元

对立的框架，以 “没有城市，何来乡土？”、 “没有晚清，何来 ‘五四’？”的态度来讨论 “想象中国”

的问题，因此，尽管他力图使自己的立场保持中立———不是去讨论 “西方是如何想象中国”，而是只关

注 “中国如何自我想象”，但西方视野仍然是无处不在的，“没有西方，何来 ‘中国’？”仍然是潜藏于

其表述之中的思维惯性。本文借用这一表述，则试图在方法论上进行一种逆转———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探讨西方世界是如何想象中国的，哪些是真实的再现，哪些是凭空的虚构，它触及到了文化中国的哪

些层面上的问题，又分别持有何种文化态度和价值立场？虽然可能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二元对立的模式，

但至少能够借此提出 “没有中国，何来西方？”的反向质询。如果说 《夺宝奇兵２魔宫传奇》中的３０

年代的上海因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话，那么，２００４年的 《碟中谍３》再度将故

事的背景放到了新世纪的上海，并再次呈现出现代与传统并置混杂的特点，便使得西方电影中的中国

想象逻辑具有某些思维的惯性和普遍性了。

《碟中谍３》的故事背景主要发生在美国、梵蒂冈和中国上海。与 《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中的传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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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英国不同的是，影片中呈现的美国形象是由充分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现代都市和包含着新教伦理的

温馨小镇所组成的，这是当代美国现实的再现，或者说在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美国想象的问题。梵蒂冈

作为一块飞地，包裹着浓郁的宗教氛围，但其主要场景———酒会———则是典型的世俗化的西方文化交往

空间，可以说从内在解构了梵蒂冈的神性。这里最重要的是 《碟中谍３》中的中国想象。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新世纪的上海，陆家嘴金融区的高楼大厦成为其最具标志性的景观，在许多场

景中频繁出现；主人公 ＩＭＦ特工伊森·亨特在上海的活动先后经过了 “枫山公寓”、 “衡山路大厦”、

“杜南中路调车场”以及一处未说明地点的居民区。但这些并非上海的真实地名，其空间也呈现出明显

的错乱和混搭的特点：呈现在电影中的第一个上海形象是名为 “枫山公寓”的地方。画面中置于前景

的是一个鸟笼，远景是陆家嘴金融区金茂大厦等几幢高楼。这座枫山公寓的拍摄地点其实是位于成都

路高架下面、招商局大楼和上视大楼东侧的 “宏伟大楼”，其主要活动场景是其 ３楼的楼道和顶层天

台。值得注意的是，提笼架鸟并非上海市民普遍性的生活方式，而是老北京人的生活习俗。随着镜头

的推拉摇移，近景则出现了一根晾衣竿，上面挂着衣服、内裤、袜子的衣架，而背景依然是灯火辉煌

的陆家嘴。这时，伊森·亨特出现在中景，显现出这是一个公寓的屋顶平台，上面有若干种植的植物，

更多晾晒的衣物、冒烟的煤炉、正在施工的脚手架。镜头转向中景，平台对面是一幢七八层楼的、开

放的环形楼梯，位于中间的公寓，住户在喧闹声中晾晒被子。很显然，《碟中谍３》中呈现的上海是一

个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和 “万国旗”乱呈脏乱不堪的市井生活相并置的形象。紧接着第二个重要场景

是 “衡山路大厦”里偷 “兔脚”，伊森·亨特从陆家嘴金融区的中银大厦顶上往下跳。在逃亡过程中，

还有浦西的城隍庙出现在视野之中。拿到 “兔脚”之后，伊森·亨特来到 “杜南中路调车场” （其实

只是一片废弃的建筑工地），与接应的人会合后喝下迷药，被带到了另一个不知所踪的地方。在伊森·

亨特设法逃跑，追踪妻子所在的过程中，电影中预设的位置是在 “ＨＡＩＮＩＮＧＲＤ”（海宁路）、“ＷＵＪＩＮ

ＲＤ”（武进路）、“ＷＵＳＯＮＧＲＤ”（吴淞路）靠东边的一处地方。而电影拍摄的实际取景地却是在浙江

的西塘，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的风貌。

我们不能按真实的上海地图来检索影片中的上海故事，影片中的上海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所的设定；

同时，我们对影片中真实取景与虚指地点之间关系的辨析，也不能以真实取景之地来分析 （如批评影

片将西塘之景强加到上海的形象之中），而应该以所取之景作为影片中对上海形象的 “再现”（同时也

是一种上海想象）来看待。因此，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 《碟中谍３》会在 “老式公寓”和 “摩天大

楼”之外，再加一个 “江南古镇”作为第三种上海形象来加以表现？这背后包含着西方电影一种怎样

的想象上海的方式？如果说 “摩天大楼”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浦东开发为代表的市场经济的上海的话，

那么，“老式公寓”很显然承载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类似工人新村集体宿舍和８０年代拥挤不堪的市民生

活的图景，由此就不难理解，“江南古镇”无疑是上海开埠之前来自明清之际甚至更久远的传统中国的

余脉。《碟中谍３》所建构起的 “上海形象”无疑是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总体性的认知以及整体性表达

的一种努力。

现在可以再回到与 《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中同样出现的三种不同的中国形象的比较中来了。在

《碟中谍３》中，三个上海都显得更为实在：以中银大厦为代表的 “摩天大楼”因为伊森·亨特的奋力

一跃而彰显了它的高度，也因为伊森·亨特从半空坠落砸裂了玻璃并在倾斜的外墙上急速滑行而使建

筑增加了实体的质感，还有伊森·亨特乘降落伞飘落到街上，惊得车辆转向、行人四散，为影片中的

上海注入了生活的气息 （这与 《００７：大破天幕危机》中的那种抽空形成天壤之别）；即使是一晃而过

的 “老式公寓”，影片中也不乏人的存在：对面公寓中在楼道上抖晒被褥的妇女、楼下喧杂的人声，这

也是生活场景细节的强调；最值得注意的是 《碟中谍３》中被有意误置的江南古镇———尽管伊森·亨特

在楼顶、石桥、走廊上飞奔，但这些似乎对古镇上的居民没有任何影响，环绕在他四周的，是悠闲漫

３９



浙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２０卷

步的行人、驻足观赏的游客、街边的小贩，等等，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受到伊森·亨特的任何影响，

伊森·亨特也几乎没有因为自己的慌乱而冲撞到任何一位路人。在伊森·亨特解救了妻子之后，他们

也如古镇中的居民一样，悠闲自得地漫步，恢复到日常生活的状态，古镇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仍然一如往常的宁静、平和。很显然，《碟中谍３》在处理想象中国的问题时，既非贬损，亦无艳羡，

而是以一种难得的平常心和同情心面对中国文化的不同方面。这也正是 《碟中谍３》能够真正得到中国

观众好评的重要原因①。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在电影中的形象具有鲜明的想象性和建构性

的特点，是西方电影基于自身的文化特点，根据自己的文化需要以及欣赏品味实现的。在所有这些对

“影像文本”进行文化政治分析的背后，必须纳入另一个维度———经济利益的考量。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美国商务部就曾委托各国使领馆对当地电影市场进行过详尽的调查，其中第一份以中国为对象的

调研报告就发表于 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４６年，好莱坞发行的电影年进口量达到了２００多部。１９４９年之后，

美国电影被新中国拒之门外，直到１９８０年代之后才陆续放开。１９９４年开始，中国允许以分账发行方式

引进美国 “大片”，这才重启好莱坞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进程。为了迎合中国电影市场，中国元素不断

被包装整合进好莱坞电影叙事框架之中，从 《花木兰》到 《功夫熊猫》、从陈冲、成龙到杨紫琼、李连

杰、从江南水乡到摩登上海，中国电影观众也通过好莱坞电影奇观获得了对中国自身形象 “陌生化”

的反观体验。２００６年，《碟中谍３》以８１２０万的中国票房，位居２００６内在电影票房的第七位和２００６进

口大片票房排行榜的第三位，应该说赚足了中国人的钱。虽然这部电影以１３４亿的北美票房和２６３亿

的海外票房以及总数达３９７亿的全球票房而收官，但仍然被评为 《碟中谍》系列影片中最差的一部。

由此可见，经济、市场仍是好莱坞电影必须要充分重视的重要因素。很显然，在如此巨大的经济蛋糕

面前，千方百计讨好中国电影观众，迎合中国电影市场，才是治胜之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以美国好莱

坞电影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有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偏见，而采取某种文化认同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１］［美］萨义德东方学［Ｍ］王宇根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１－２．

［２］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３６１

４９

①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汤姆·克鲁斯在上海举办新闻发布会，宣称 “《碟中谍３》要让全球观众看到一个 ‘真实、美好的中

国’。”（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ｈｍｃｏｍｃｎ／２００５－１２／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２５８６６ｈｔｍ）《碟中谍３》在中国的放映期间，得到了中国观
众，尤其是上海观众超乎寻常的欢迎和肯定，正是这种相对平等、平和的文化态度带来的回报。


